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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 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政策, 对跨国投资具有显

著影响。 本研究基于 2005—2016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系统探讨了

TBT 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OFDI) 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TBT 显著诱发中国制

造业企业在出口的基础上开展 OFDI, 尤其促进了绿地投资, 且高收入国家的 TBT
效应更强; 机制分析显示, TBT 通过成本压力驱动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与技术研发

型 OFDI, 并通过改变 OFDI 与出口的相对利润引致生产经营型 OFDI; TBT 的信息

披露效应是诱发三类 OFDI 的共同渠道, 而针对同质产品的 TBT 仅促进商贸服务型

投资; 进一步分析显示, TBT 主要通过提升东道国质量声誉与规避第三国成本, 诱

发非国有企业开展出口平台型 OFDI, 且东道国市场潜力会强化这一效应。 本研究

为理解 TBT 如何影响企业跨国经营模式提供了新视角,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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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我国频繁遭遇关

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使出口增长面临压力。 作为企业国际化的核心路径之一,
OFDI 既可以规避贸易壁垒的歧视性限制, 又可以获取东道国的稀缺资源与技术。
面对持续强化的出口壁垒, OFDI 已成为企业应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选

择。 因此, 厘清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 OFDI 决策的影响机制, 对于构建高质量国际

经济合作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近年来, 在 WTO 框架下, 各国使用关税的频率显著降低, 转而更多地诉诸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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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措施以实现产业保护。 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 作为一项重要的非关税壁垒,
具体措施涵盖技术法规、 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等, 其特殊性在于经济效应的双重

性。 一方面, 进口国通过设置繁琐的合格评定程序、 采用有利于本国企业的生产标

准、 延迟披露标准信息等手段, 对贸易构成阻碍 (夏友富, 2001) [1] ; 另一方面,
若外国出口商达到进口国要求的质量标准, 则 TBT 可能通过披露产品质量信息扩

大进口国需求规模 (鲍晓华和朱达明, 2015) [2] ,进而在长期促进出口增长。 2018
年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寻求制造业回流而高筑贸易

壁垒, 其中, 美国通报的 TBT 措施存量持续位居全球首位, 对我国出口产生了深

远影响。
过去十多年间,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明显降低, 投资规模和主体数量都

快速增长①。 从整体趋势上看, 世界各国 TBT 通报量与中国 OFDI 规模呈正相关,
然而现有研究对 TBT 诱发 OFDI 的机制解释仍有不足。 其复杂性在于, OFDI 并不

能使企业免于东道国的 TBT 约束, 因为当地生产同样需符合其标准, 但同时也创

造了通过直接获取信息与技术学习, 以对冲其在出口和生产环节所产生合规成本的

机会。 此外, 由于 TBT 在提升企业成本的同时还通过信息披露影响东道国需求,
既有文献主要从规避贸易壁垒所带来的成本增加这一角度解释企业 OFDI 动机, 难

以全面涵盖其复杂动因。 本文旨在从理论层面厘清 TBT 诱发企业 OFDI 的具体机制

并提供经验证据, 进而丰富和拓展现有关于非关税贸易壁垒诱发 OFDI 的研究

框架。

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两支: 第一支聚焦于技术性贸易壁垒 ( TBT)
对出口贸易及企业经营的影响; 第二支则探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 OFDI) 的跨

越壁垒动机。
(一) TBT 贸易效应的相关文献

关于 TBT 贸易效应的研究指出, 随着关税壁垒弱化, TBT 对全球经贸的影响

日益凸显, 且其经济效应呈现双重性。 一方面, 进口国 TBT 通过扩大技术规制差

异, 显著提高出口国企业的生产难度与市场准入壁垒, 同时增加出口的可变成本与

固定成本 (Fischer
 

and
 

Serra, 2000) [3] 。作为一种成本增加型壁垒, TBT 显著降低

了企业出口概率 ( Reyes, 2011) [4] , 但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能力及政府治

理能力的提升可有效缓解其贸易限制效应 (鲍晓华和朱达明, 2015)。 另一方面,
TBT 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纠正了进口国市场失灵, 可能扩张进口国需求规模, 进而

对企业出口产生促进作用 (鲍晓华和朱达明, 2015)。 这种双重性导致 TBT 在不同

国家和行业产生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 在国别层面上, 发达国家消费者对进口

产品的质量要求较高, 因此实施 TBT 的贸易限制作用更强; 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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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因此受到的贸易限制更严重。 行业层面上, 制造业 TBT 所披露的产品质量

信息更多, 因此 TBT 对制成品贸易更多表现为促进作用, 而对农产品贸易表现为

抑制作用 (Bao
 

and
 

Qiu, 2012) [5] 。 此外, TBT 还可能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 对多

产品企业而言, 遭遇 TBT 促使企业增加非受限产品出口, 并将受限产品转移至其

他市场以减少损失 (王冠宇和马野青, 2022) [6] 。 如果 TBT 实施国是企业出口的核

心市场, 则企业可能通过先向与 TBT 实施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FTA) 的第三国

出口以达到规避壁垒的效果 (Li
 

and
 

Lin, 2022) [7] 。 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 TBT 对

企业的微观影响, 认为在长期中 TBT 倒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并提升了全要素生产

率 (王冠宇和马野青, 2023) [8] , 进而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促进作用 (王冠

宇等, 2021) [9] 。
(二) 贸易壁垒诱发 OFDI 的相关文献

出口与 OFDI 是企业服务国际市场的两条主要路径。 OFDI 虽然可以通过规避

贸易壁垒降低销售成本, 但跨国产能分散将削弱规模经济效应 ( Krugman,
1991) [10] 。 当贸易政策对进口产品施加歧视性成本时, 出口与 OFDI 的相对利润降

低, 企业可能会因此选择通过 OFDI 来规避贸易壁垒 ( Helpman
 

et
 

al. , 2004) [11] 。
大量国内研究表明, 贸易成本 (如反倾销税) 上升至临界值后, OFDI 所规避的贸

易成本将超过海外生产的附加成本, 从而强化企业通过 OFDI 服务海外市场的倾向

(李猛和于津平, 2013[12] ; 杨连星和刘晓光, 2017[13] ), 该动机在本币升值、 东道

国市场规模扩大及产品异质性增强时尤为显著 (孙文莉和伍晓光, 2012) [14] 。从微

观机制角度看, 反倾销对企业 OFDI 决策的影响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一方面, 反倾

销可能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杨文豪等, 2022) [15] 、 提高产品集中度和生产率

(严兵等, 2024) [16] 促进企业对外投资; 另一方面, 还可能由于缩减企业生产范围

(严兵等, 2024) 和收紧融资约束 (葛新宇等, 2021) [17] 而抑制企业投资。 贸易

壁垒对 OFDI 潜在的抑制作用同样反映在 TBT 上, 高健等 (2020) [18] 指出 TBT 对

产品的技术标准是硬性要求, 使得 OFDI 并不能完全规避合规成本。 Ghodsi
(2020) [19] 认为 TBT 伴随的监管力度增加可能对 OFDI 存量积累产生挤出效应, 因

此常规 TBT 可能对 OFDI 没有促进作用。
总体而言, 现有关于 TBT 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对贸易规模与企业经营的冲击,

而较少关注 TBT 与 OFDI 的关联。 同时, 探讨贸易壁垒诱发 OFDI 的文献主要基于

成本增加视角, 普遍忽视了贸易壁垒对需求侧的可能影响。 基于 2005—2016 年中

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聚焦于企业在出口基础上开展 OFDI 的行为, 通

过将 TBT 通报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在产品层面进行匹配, 构建了企业—国

家层面的 TBT 覆盖率指标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拓展了非关税贸易壁垒诱发

OFDI 的理论框架, 在将企业 OFDI 划分为商贸服务型、 技术研发型与生产经营型

三类的基础上, 联系 TBT 成本增加与信息披露的双重效应, 本文从成本对冲与产

能分配的视角系统阐释了企业遭遇 TBT 后开展差异化 OFDI 行为的内在逻辑; 二是

为企业 OFDI 动机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 针对出口平台型 OFDI, 本文揭示 TBT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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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升东道国质量声誉与规避第三国贸易成本, 驱动企业在开展 OFDI 后以东道

国为平台向全球市场出口产品; 三是更完整地呈现了企业在出口与 OFDI 间的决策

机制, 区别于既有文献对 OFDI 行为的研究视角, 本文在理论上纳入了出口与

OFDI 的互补及替代关系, 在实证上识别先出口后投资的行为模式, 进而揭示了企

业跨国经营策略的动态调整过程。

二、 理论框架和假说

根据海外子公司业务性质, 本文将 OFDI 划分为商贸服务型、 技术研发型与生

产经营型三类。 其中, 商贸服务型 OFDI 是指企业在东道国建立从事贸易或分销业

务的子公司, 目的是降低企业在出口贸易中的销售成本 ( 蒋冠宏和蒋殿春,
2014) [20] , 并缓解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冲击 ( 张本照等,
2022) [21] ; 技术研发型 OFDI 是指企业在东道国建立从事研发业务的子公司, 以吸

收当地专业人才的知识与技能, 并迅速学习当地企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 实现

逆向技术溢出 (王碧珺等, 2018) [22] ; 生产经营型 OFDI 指企业在东道国直接进行

生产与销售, 其核心优势在于规避进口壁垒并降低冰山成本, 但需承担高额设备投

入与较长投资回报周期引致的固定成本 (Helpman
 

et
 

al. ,
 

2004)。
遭遇 TBT 时, 商贸服务型 OFDI 通过优化海外供应链效率和促进信息传递, 帮

助企业及时获取有关规制的细节变化和要求清单, 将成本前置至生产环节以减少后

续调整成本。 技术研发型 OFDI 促进企业学习和吸收当地生产技术, 通过雇佣熟悉

技术标准的专家降低生产调整成本, 并且加强企业与标准化机构的联系, 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质量标准的制定以削减合规成本。
 

生产经营型 OFDI 则有助于企业在

一定程度上规避 TBT 的检验程序, 在产品质量合规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
此外, TBT 还通过披露产品质量信息扩大了东道国市场规模, 进而提升企业经营利

润, 促使企业向海外子公司倾斜资源①。
综上, 尽管 TBT 对三类 OFDI 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 但均呈现显著的诱发效

应。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TBT 促使企业改变跨国经营方式, 诱发企业进行 OFDI。
为进一步解释 TBT 对三类 OFDI 的影响机制,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从成

本对冲效应和产能分配效应的角度讨论 TBT 诱发 OFDI 的详细路径。
假定市场上有 N 个国家, 且消费者对不同品种产品的偏好服从 CES 型效用函

数, 公式如下:

Un = ∫
ω∈Ωn

λ(ω)q(ω)
σ-1
σ dω[ ]

σ
σ-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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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BT 对生产经营型 OFDI 的诱发效应源于出口成本规避与市场扩张动机, 而其他动因 (如东道国要素

成本优势驱动的产业梯度转移) 并不受 TBT 影响。 具体而言, TBT 通过提升产品质量要求, 迫使企业投入更

优质生产要素并采用更先进生产技术, 从而削弱东道国要素成本优势, 难以诱发低端产业转移型投资。



其中, λ(ω) 代表产品的信息披露质量, 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消费者为购买该

产品而付出的搜寻成本越低, 获得的边际效用越高。 给定收入约束时, n 国消费者

对 i 国产品 ω 的需求函数为:
q_ ni = λ(ω) σ-1pni(ω) -σPσ-1

n Yn (2)

其中, 价格指数 Pn = ∫
ω∈Ωn

λ(ω) σ-1pni(ω) 1-σdω[ ]
1

1-σ。 i 国企业将一单位产品出

口至 n 国市场销售的总成本记为cni =
cidni

zi
, 其中, ci 表示一单位生产要素投入所需

要的成本, zi 表示企业生产率水平, dni 表示冰山成本, 包括运输成本、 贸易壁垒以

及当地的分销成本, dnn 标准化为 1。 此外, 企业进入市场需要付出固定成本 f , 出

口和 OFDI 分别需要额外付出固定成本 fX 和 fF 。

企业最优定价策略为成本加成定价 pni =
σ

σ - 1
cni 。 于是企业出口利润可表

示为:

πX = σ -σ

(σ - 1) 1-σ

cidni

zi( )
1-σ

λσ-1Pσ-1
n Yn - f -fX (3)

TBT 对企业出口利润的影响可细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企业为提高产品质量而增

加要素投入, 从而提高可变生产成本 ci ; 二是企业为进入目的国额外付出更长的

时间进行检验和取得质量认证, 分别提高贸易的冰山成本 dni 和固定成本 fX ; 三是

通过 TBT 信息披露效应提高 λ , 从而扩大进口国需求规模。
(一) 成本对冲效应

当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 OFDI 时, 可以通过内部化贸易、 建立分销渠道、 获取

规制信息等方式降低出口可变成本 (dni) 。 当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型 OFDI 时, 可以

通过学习效应提升生产技术, 降低生产可变成本 (
ci
zi

) 。 本文假定企业选择付出额

外固定成本 fF 并进行上述 OFDI 时, 其生产和出口成本
cidni

zi
降低至

μcidni

zi
(μ < 1) ,

μ表示两类 OFDI 降低成本的程度。 考虑 OFDI 的成本对冲效应后, 企业的出口利润

函数变为:

πX′ =
σ -σ

(σ - 1) 1-σ

μcidni

zi( )
1-σ

λσ-1Pσ-1
n Yn - f -fX -fF (4)

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的动机取决于利润差值的大小。 其

中, μ 作为两类 OFDI 的成本对冲效应, 值越接近 0, 企业进行 OFDI 行为的可能性

越大。
 

为进一步分析企业进行 OFDI 利润相对出口利润的影响因素, 本文结合公式

(3)、 (4) 整理得到两种利润差值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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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X -πX = μ( 1-σ - 1) 1
(σ - 1)

cidni

zi( ){ } λσ-1 σ
(σ - 1)

cidni

zi( )
-σ

Pσ-1
n Yn{ } -fF

(5)
对利润差值的进一步分解表明, 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的收

益可拆分为单位产品的成本对冲效应、 产品边际利润和销售规模的乘积。 n 国实施

的 TBT 通过提高 dni 、 ci 和 λ 改变了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 OFDI 和技术研发型 OFDI
的动机。 其中, dni 和 ci 表示 TBT 在出口和生产中产生的额外合规成本, 一方面,
提高了开展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对每单位产品成本的对冲效应, 进而提

高了单位产品的可变利润; 另一方面, 提高了企业最优定价进而抑制东道国需求,
其他条件不变时, 销售成本的上升整体表现为对两类 OFDI 的抑制效应。 λ 表示

TBT 通过披露产品质量信息产生的需求扩张效应, 通过提高企业在东道国的销售规

模, 扩大了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的成本对冲效应, 进而促进企业投资。
虽然 TBT 对两类 OFDI 同时产生了促进和抑制作用, 但成本对冲效应 (μ) 有助于缩

小 TBT 对成本 (dni 和 ci) 的提升幅度, 从而整体上表现为信息披露主导的促进效

应, 成本对冲效应越大, TBT 对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的诱发效应越强。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 TBT 可能诱发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且 OFDI 成本

对冲效应越强, TBT 的诱发效应越大。
(二) 产能分配效应

当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型 OFDI 时, 其利润可表示为:

πF = σ -σ

(σ - 1) 1-σ

cndnn

zi( )
1-σ

λσ-1Pσ-1
n Yn - f -fF (6)

鉴于出口具备更高的灵活性
 

(Rob
 

and
 

Vettas, 2003) [23] , 且不同产地的产品可

能存在一定异质性 (Lian
 

and
 

Nicolas, 2023) [24] , 本文假定企业可同时采用出口与

OFDI 两种跨国经营模式, 利润差值 πF - πX 越大, 企业越可能开展生产经营型

OFDI。 为简化计算, 假定各国要素价格相等, 并进一步假定各国宏观变量相

同, 则:

πF -πX =
Eσ -σzσ-1

i

(σ - 1) 1-σλ
σ-1c1-σ 1 -d1-σ

ni[ ] - ( fF -fX) (7)

其中, E=Pσ-1Y。 生产经营型 OFDI 相对于出口的优势主要在于对贸易成本

(dni) 的规避作用。 但由于在东道国生产需要投入的成本和风险较大, 且企业通常

面对不熟悉的市场环境和信息壁垒, 其固定成本远高于出口。 给定企业生产率时,
由于其能够支付的固定成本有限, 极大制约了企业的 OFDI 决策。

根据 TBT 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机制, n 国实施的 TBT 通过提高冰山成本、 出口

固定成本、 生产可变成本以及产生信息披露改变了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型 OFDI 的条

件。 在成本方面, 由于 TBT 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无差异性, 生产经营型 OFDI 无法规

避生产成本的增加, 但歧视性贸易成本的增加扩大了生产经营型 OFDI 相对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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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优势, 从而有利于企业投资; 在需求方面, λ 的上升扩大了 n 国市规模, 从

而有利于企业投资。 当 TBT 所引发的信息披露强度较高, 或其合规成本显著构成

贸易成本的主要部分时, 会整体提升 OFDI 相对于出口的利润优势, 从而推动企业

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道国。 此外, 由于企业的前期投资经验可以减少后续 OFDI 的

进入成本和不确定性 (Dow,
 

2009) [25] , 若企业具备投资经验, 则投资的固定成本

优势较大, TBT 对生产经营型 OFDI 可能产生更强的诱发效应。 据此, 本文提出如

下假说。
假说 3:

 

TBT 可能诱发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型 OFDI, 且对有投资经验的企业产生

更强的诱发效应。

三、 实证模型

(一) 模型设计

由于 OFDI 数据中包含大量零值, 若采用面板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 可能会造成

样本量显著减少。 尽管线性概率模型在拟合过程中可能出现预测值超出合理概率区

间 [0, 1] 的情况, 但只要外生性条件得到满足, 其估计结果在因果关系推断方

面依然具有一致性。 此外, 在控制较为严格的固定效应后, 该模型仍能保持较高的

估计效率。 因此, 本文主要采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估计, 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IfOFDIfnt = α +β1TBTfnt -1 + γX fnt +λnt + λ ft +μfnt

其中, IfOFDIfnt 表示企业投资决策的二元变量, 若企业 f 在 t-1 年对 n 国出口且

t 年对 n 国投资, 则记为 1, 否则记为 0①。 考虑到企业出口可能存在不连续的情

况, 本文使用企业 f 在 t 年是否对 n 国进行 O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TBTfnt -1 表示企业 f 在 t-1 年受 n 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程度, 即 TBT 对企业

的出口覆盖率。 TBT 进口覆盖率的表达式如下:

TBTfnt -1 =
∑
p∈Ω

Ipnt-1 ×X fpnt-1

X ft -1
(8)

其中, Ω 表示企业 HS4 位码层面上的出口产品集, p 表示企业的出口产品,
Ipnt-1 表示国家 n 在 t-1 年针对产品 p 是否实施了 TBT, X fpnt-1 表示企业 f 在 t-1 年对

n 国出口产品 p 的金额, X ft -1 表示企业 f 在 t-1 年的出口额。 X fnt 表示控制变量集,
包括企业 f 在 t 年遭遇 n 国的关税壁垒和反倾销壁垒, 用于排除其他贸易措施对企

业 OFDI 决策的影响。 关税壁垒采用企业出口份额加权的细分产品平均关税率表

示, 反倾销壁垒采用企业出口遭遇反倾销的覆盖率表示, 其计算方法与 TBT 覆盖

率类似。 此外, 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偏误, 本文进一步控制目的国—年份层面的

固定效应 λnt 和企业—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 λ 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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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设定可以体现出企业跨国经营方式的改变, 且不以出口规模的下降为前提。 一方面, TBT 本身具

有需求扩张效应从而促进出口; 另一方面, 企业进行的 OFDI 可能包含多种业务, 例如商贸服务型 OFDI 本身具

有降低出口成本的作用, 因此表现为 OFDI 和出口的互补关系, 同时该业务所需要的成本投入相对较低, 企业

进行 OFDI 并不一定要牺牲出口产能。 因此, 企业改变跨国经营方式时出口规模存在扩大或缩小两种可能。



(二) 样本和数据处理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企业出口行为的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

库; 二是企业 OFDI 行为的数据来自 CSMAR 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研

究数据库。 后者详细记录了上市公司 OFDI 目的国以及海外关联公司经营范围等信

息, 按照投资方式可以进一步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 在此基础上, 本文删除投

资金额、 投资业务等关键信息完全缺失的 OFDI 记录。
核心解释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公布的 TBT 通报数据。

参考 Fontagné 和 Orefice (2018) [26] 的方法, 本文将企业出口产品和 TBT 通报产品

在 HS4 位码层面进行匹配, 并参考鲍晓华和朱达明 (2015) 的方法, 使用 TBT 通

报的存量数据来反映 TBT 的长期作用。 此外, 对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所通报的

TBT, 本文根据各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时间将 TBT 匹配至具体成员国。
控制变量中, 关税数据来自 UNCTAD

 

TRAINS 关税数据库, 本文采用实际税率

进行加权计算。 反倾销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 鉴于反倾销调查一

旦发起便具有持续性影响, 本文使用当年累计发起的反倾销案件进行识别。 两个变

量的数据均需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产品层面进行匹配, 与 TBT 覆盖率的计算方法

类似。
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较高, 同时受 TBT 的限制也较为严格, 而且

制造业一直是我国 OFDI 的优势产业。 因此本文选取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 并剔除存在下列情况的样本: (1) 被标记为 ST 股; (2) 重要财务指标缺

失; (3) 资产负债率大于 1; (4) 样本期内不存在出口和 OFDI 行为。 在国家层面

上, 本文使用 WTO 成员作为东道国样本, 并剔除标记为避税天堂的国家 (地区)。
最后, 考虑到 2005 年以后中国企业才开始大规模开展对外投资 ( 蒋冠宏,
2015) [27] , 并且 2017 年及之后 OFDI 流量因中美经贸关系紧张而出现明显下滑, 本

文的时间范围选取 2005—2016 年。

四、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 TBT 诱发企业 OFDI 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 (1) 不包含控制变量和

固定效应, 列 (2) 加入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和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列 (3) 进

一步控制关税壁垒和反倾销壁垒的影响。 结果显示, TBT 覆盖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

企业在出口基础上开展 OFDI 的概率, 具体而言, 出口企业在 t-1 年遭遇 n 国 TBT
的覆盖率每增加 1%, 企业在 t 年开展 OFDI 的概率平均增加 11. 75%左右, 估计系

数在 1%水平下显著。 这一结果说明 TBT 对我国企业 OFDI 行为存在明显的诱发作

用, 企业受 TBT 的影响越严重, 就越倾向于调整跨国经营方式并开展对外直接投

资, 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1。 此外, 企业 OFDI 决策同样受到反倾销调查和关税壁垒

的促进, 但关税的诱发作用已经相当微弱, 与其他文献的结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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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fOFDIfnt IfOFDIfnt IfOFDIfnt

TBT 　 0. 3582∗∗∗ 　 0. 1213∗∗∗ 　 0. 1175∗∗∗

(0. 110) (0. 018) (0. 023)

反倾销壁垒
0. 1030∗

(0. 055)

关税壁垒
0. 0004∗

(0. 000)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R2 0. 024 0. 211 0. 186

N 46
 

468 46
 

118 45
 

887

注:∗
 

p
 

<
 

0. 10,
 ∗∗

 

p
 

<
 

0. 05;
 ∗∗∗

 

p
 

<
 

0. 01; 括号内为目的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使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检验: 其一, 更换被解

释变量的衡量方法。 表 2 列 (1) 放松对上期出口行为的限制, 将被解释变量定义

为企业 f 在 t 期对 n 国是否进行 OFDI, 列 (2) 剔除纯控股型 OFDI 记录, 因为此

类投资的海外子公司缺乏实际业务活动。 结果显示, 更换被解释变量后估计系数仍

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其二, 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 表 2 列 (3) 将解释变

量定义为企业 f 在 t-1 期是否遭遇 n 国 TBT, 列 (4) 将解释变量定义为企业 f 在
t-1 期遭遇 n 国 TBT 的产品数量的对数。 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并未改变

基准结论。 相较于上期未遭遇 n 国 TBT 的企业, 遭遇 TBT 的企业有更大概率开展

OFDI, 并且企业出口受限产品的种类越多, 企业开展 OFDI 的概率越高。 其三, 使

用包含非 OFDI 企业的样本重新估计。 表 2 列 (5) 的结果显示, 即便将非 OFDI 企

表 2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更换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放松出口
行为限制

剔除纯控股
目的投资

是否遭遇
TBT

遭遇 TBT
产品种类

(5)

扩大样本

TBT 0. 1175∗∗∗ 0. 1178∗∗∗ 0. 0129∗∗ 0. 0101∗∗∗ 0. 0865∗∗∗

(0. 023) (0. 023) (0. 006) (0. 002) (0. 02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186 0. 186 0. 185 0. 187 0. 165

N 45
 

887 45
 

887 45
 

887 45
 

887 81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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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纳入样本, TBT 覆盖率对企业 OFDI 决策的促进作用仍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证明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三) 内生性问题

企业在出口中遭遇 TBT 的概率与自身行为相关, 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引起

处理效应的非随机性。 根据 Rodrik (2018) [28] 的研究结果, 优惠贸易协定中 TBT
条款的设计很容易受到签署国大型出口企业或行业的影响, 即出口体量最大的一批

企业更有可能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 容易在 TBT 的问题上得到豁免。 本文仿照

Fernandes 等 (2021) [29] 的方法, 剔除内生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本文定义向每个目

的国的年度出口额分布中排名前
 

1%
 

的企业为大型出口企业, 定义年度总出口额分

布中排名前 1%的行业为出口集中行业。 在分别剔除大型出口企业和出口集中行业

后, 表 3 列 (1)、 列 (2) 结果表明, 遭遇 TBT 仍对企业 OFDI 决策表现出显著的

促进效应。

表 3　 内生性处理

变量
(1) (2) (3) (4)

剔除大型出口企业 剔除出口集中行业 工具变量法

TBT 0. 1188∗∗∗ 0. 0977∗∗∗ 1. 5106∗∗∗

(0. 024) (0. 026) (0. 376)

IV 0. 0003∗∗∗

(0.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 186 0. 191

N 44
 

676 39
 

175 68
 

823 68
 

823

此外, 为进一步证明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将解释变量由滞后一期的 TBT
覆盖率替换为当期值, 并构造移动一份额工具变量 ( Bartik

 

IV) 进行两阶段回归,
公式如下:

IVfnt = ∑ p
lnX fp, -n, t - lnX fp, -n, 2005( ) × ( Ipn, 2005) (9)

其中, 移动变量为 f 企业 HS4 位码产品 (p) 对其他国家 ( -n) 出口金额相对

初期 (2005 年) 的增长率, 份额变量为进口国 (n) 在初期 (2005 年) 是否通报

了有关产品的 TBT 措施, 从而部分缓解了企业—国家层面的内生影响。 表 3 列

(3)、 列 (4) 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 TBT 覆盖率对 OFDI 决策的诱发作

用保持稳健, 且第一阶段回归的 KP-F 统计量大于 10%临界值,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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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分析

1. 投资模式

企业 OFDI 决策受到 TBT 影响时, 可以选择从零开始建立海外子公司, 也可以

直接并购东道国已经存在的企业。 现有研究对两种投资模式的相对难度并没有形成

一致结论。 Nocke 和 Yeaple (2006) [30] 的研究表明, 效率最高和最低的企业都可

能选择并购; 周茂等 (2015) [31] 、 蒋冠宏和蒋春殿 (2017) [32] 针对中国企业的研

究表明, 并购需要企业具备更强管理能力和更高经营效率等的可迁移优势, 形成先

发优势。 本文认为, 绿地投资虽然需要较高的前期建设成本, 但受到的监管阻碍较

小、 决策灵活性较高, 有助于企业迅速实现成本对冲和产能分配, 因此, TBT 可能

对绿地投资的诱发效应更强。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①, 企业遭遇 TBT 后选择绿地投

资的概率显著提升, 而对并购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 TBT 对企业绿地投资的诱发效

应更强。
2. 经济发展水平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 东道国可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 东道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对企业 OFDI 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其一, 高收入国家实施的

TBT 相对严格, 因此产生的信息披露效应更强, 对生产成本的提升作用也较大; 其

二, 高收入国家具有更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 使得 TBT 对市场失灵的纠正可

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营利润; 其三, 高收入国家具有更充裕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资

源, 因此企业可通过 OFDI 对冲更多生产成本; 其四, 高收入国家通常具备更优越

的投资环境、 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透明的法律体系, 这些都有助于企业通过 OF-
DI 对冲更多分销成本; 其五, 高收入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经营成本, 企业面对的

监管力度更强, 对企业 OFDI 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②, 高收入

国家实施的 TBT 对我国企业 OFDI 的诱发作用显著为正, 而中低收入国家实施的

TBT 则不显著, 说明上述影响因素以促进投资为主, 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TBT 对 OFDI 的诱发效应越强。

五、 影响机制分析

(一) 成本对冲效应

为了验证 TBT 对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存在的诱发作用, 本文依据

CSMAR 数据库中列明的海外关联企业主营业务对投资类型进行分类, 若涉及贸易、
销售、 批发等业务, 则视为商贸服务型 OFDI; 若涉及研究、 开发等业务, 则视为

技术研发型 OFDI。 表 4 列 (1)、 列 (3) 结果显示, TBT 覆盖率每增加 1%, 企业

上期出口且当期从事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的概率分别提高约 12. 35%和

8. 07%, 均在 1%水平下显著, 验证了假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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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篇幅所限, 投资模式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未列出, 查阅同前。
因篇幅所限, 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未列出, 查阅同前。



进一步地, 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通过成本对冲扩大企业出口利润,
若东道国制度质量较高, 则意味着该国规制信息更加透明、 政策执行更加合规, 商

贸服务型 OFDI 对冲的出口成本更大; 若东道国技术要素更充裕, 则意味着该国创

新水平较高, 技术研发型 OFDI 产生的学习效应更大。 因此, 制度质量更高和技术

要素更充裕的国家实施 TBT, 对企业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可能产生更强

的诱发作用。 本文使用全球治理指标 ( WGI) 的均值衡量东道国制度质量, 并将

得分高于中位数的国家赋值为 1, 使用人均专利数量的对数衡量东道国技术要素的

充裕程度, 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引入制度质量分组变量 ( Institutionnt) 、

人均专利 ( IPnt) 与 TBT 覆盖率的交互项。 表 4 列 (2) 的结果显示, 制度质量较高

的国家实施 TBT 对我国企业商贸服务型 OFDI 产生了更强的诱发作用, 其对 OFDI
概率的提升幅度相较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高出 10. 96%。 表 4 列 (4) 的结果显示,
技术要素充裕的国家实施 TBT 对我国企业技术研发型 OFDI 产生了更强的诱发作用,
人均专利每增加 1%, TBT

 

对 OFDI 的诱发效应显著增强 3. 08%。 上述结果说明,
OFDI 成本对冲效果 (1 - μ) 越大, TBT 覆盖率增加对企业 OFDI 的诱发效应越强。

表 4　 成本对冲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商贸服务投资 技术研发投资绿地投资

TBT 　 0. 1235∗∗∗ 　 0. 0361 　 0. 0807∗∗∗ 　 0. 2925∗∗∗

(0. 023) (0. 031) (0. 021) (0. 075)

TBT×Institution 0. 1096∗∗∗

(0. 042)

TBT×IP 0. 0308∗∗∗

(0. 0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 174 0. 174 0. 170 0. 170

N 45
 

887 45
 

887 45
 

887 45
 

887

(二) 产能分配效应

为了验证 TBT 对生产经营型 OFDI 存在诱发作用, 本文同样依据 CSMAR 数据

库中列明的海外关联企业主营业务识别投资类型, 若涉及制造、 生产等业务, 则视

为生产经营型 OFDI。 表 5 列 (1) 的结果显示, TBT 覆盖率每增加 1%, 企业上期

出口且当期开展生产经营型 OFDI 的概率显著提升约 9. 65%。
考虑到生产经营型 OFDI 通常涉及较高的成本投入以及不确定性, 如果企业此

前已经进行过投资, 则认为该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环境有所了解, 从而具备一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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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经验, 在遭遇 TBT 时更可能进行 OFDI。 因此, 本文依据企业此前对东道国是否

进行过任意类型投资将企业生产经营型 OFDI 区分为首次投资和追加投资, 列

(2)、 列 (3) 的结果表明, TBT 覆盖率每增加 1%, 企业首次进行生产经营型

OFDI 的概率显著提高 1. 89%, 追加生产经营型 OFDI 的概率显著提高 7. 77%。 这

说明 TBT 诱发的生产经营型 OFDI 依赖企业投资经验, 以追加投资为主, 而对首次

投资的诱发作用相对较弱。

表 5　 产能分配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生产经营投资 首次生产经营投资 追加生产经营投资 出口下降并生产投资

TBT 0. 0965∗∗ 0. 0189∗∗ 0. 0777∗∗ 0. 0733∗∗∗

(0. 041) (0. 008) (0. 038) (0. 0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 147 0. 105 0. 136 0. 125

N 45
 

887 45
 

887 45
 

887 45
 

887

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投资, 既可能是受 TBT 冲击后调整出口和投资产能分配的

结果, 也可能仅仅是由于 TBT 的信息披露效应扩张了东道国需求, 从而单独影响

了 OFDI 决策。 鉴于企业用于生产的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 TBT 促使企业转变了跨国

经营方式, 则可能观察到企业出口规模的下降。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定义为企业出口

转 OFDI 的虚拟变量, 当企业 f 在本期 ( t 年) 对 n 国出口相对于上期 ( t-1 年) 下

降, 同时进行生产经营型 OFDI 时, 被解释变量取 1, 否则取值为 0。 表 5 列 (4)
的结果显示, TBT 覆盖率每增加 1%, 企业出口下降并进行生产投资的概率显著提

高约 7. 33%。 这为产能分配效应的存在进一步提供了经验证据, 从而支持了假

说 3。
(三) 差异化出口产品

TBT 对商贸服务型、 技术研发型和生产经营型 OFDI 均产生了显著的诱发效

应, 其中的一个关键机制是 TBT 信息披露效应产生的需求扩张。 本文参考 Rauch
(1999) [33] 的保守分类方法, 将企业出口产品分为差异化产品和同质化产品, 分别

计算 TBT 覆盖率。 相较于同质性产品, 东道国消费者在消费异质性产品时会面临

更多不确定性, TBT 引起的信息披露效应更强, 因此对 OFDI 的诱发作用也更大。
表 6 的结果显示, 给定企业出口的同质化产品 TBT 覆盖率不变时, 差异化产品 TBT
覆盖率每提高 1%, 企业在出口的基础上开展商贸服务型、 技术研发型和生产经营

型 OFDI 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约 16. 53%、 10. 25%和 14. 93%, 而给定差异化产品

TBT 覆盖率不变时, 同质化产品 TBT 对企业 OFDI 的诱发效应则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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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TBT 诱发商贸服务型 OFDI 和技术研发型 OFDI 的机制类似, 但同质化产

品 TBT 对前者的诱发作用在 10%水平上显著, 对后者的诱发作用几乎为 0。 这可能

是因为同质化产品 TBT 对出口成本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 提高了企业进行出口成

本对冲的动机, 因此能够诱发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 OFDI。 但对于技术研发型

OFDI, 企业对同质化产品生产技术的学习效应较小, 对生产成本对冲的动机较弱,
因此同质化产品 TBT 无法对技术研发型 OFDI 产生诱发作用。 由于 TBT 对各国产品

的要求通常具有无差异性, 导致 OFDI 对生产成本的规避作用十分有限, 且同质化

产品 TBT 通过信息披露产生的需求扩张效应比较微弱, 因此无法对生产经营型

OFDI 产生诱发作用。

表 6　 基于差异化产品的信息披露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商贸服务型 FDI 技术研发型 FDI 生产经营型 FDI

差异化 TBT
 0. 1653∗∗∗ 0. 1025∗∗∗ 0. 1493∗∗

(0. 029) (0. 030) (0. 068)

同质化 TBT 0. 0962∗ 0. 0012 0. 0138
(0. 050) (0. 017) (0. 0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 175 0. 172 0. 150

N 45
 

578 45
 

578 45
 

578

六、 进一步分析

(一) 质量要求型 TBT
 

出口平台型 OFDI 是指企业为了将产品出口到第三国, 选择先在东道国建厂生

产并最终从东道国出口至目标市场。 一方面, 东道国实施的 TBT 通过设定更高的

产品质量标准, 有助于企业提升质量声誉, 从而提高第三国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效用

评价并扩大需求规模 (高磊和鲍晓华, 2022) [34] ; 另一方面, TBT 通过减少东道国

出口至第三国所需接受的检验程序, 有助于增加出口平台型 OFDI 的利润 (Ekholm
 

et
 

al. , 2007) [35] 。 本文进一步考虑质量要求型 TBT 以验证这一效应。 若 WTO 通报

的 TBT 标题、 目标、 内容含有 “ quality” 字样, 则将 TBT 视为质量要求型 TBT,
该类壁垒可能对产品质量存在更明确和更严格的限制, 产生更强的质量声誉效应,
更有助于降低东道国向第三国出口的成本, 因此有利于出口平台型 OFDI, 但其对

生产难度的增加也更为显著, 可能挤出一部分出口平台型 OFDI 的利润。 本文将基

准回归中 TBT 覆盖率替换为质量型 TBT 覆盖率并重新进行回归。 表 7 列 (1)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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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TBT 对 OFDI 的诱发作用为正但不显著, 说明质量声誉效应和第三国贸易成本

规避效应可能存在, 但被生产成本的负面作用抵消, 因此最终未能显著促进企业进

行 OFDI。
相较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常处于质量声誉和融资能力的双重劣势, 这使其

更有动力通过提升质量声誉与规避壁垒来扩大利润。 由此推测, 如果 TBT 诱发的

OFDI 带有出口平台倾向, 则非国有企业 OFDI 决策受到的诱发作用可能更强。 表 7
列 (2)、 列 (3) 结果显示, 质量要求型 TBT 对非国有企业 OFDI 的诱发效应显著

为正, 但对国有企业产生了不显著的抑制作用, 说明 TBT 诱发非国有企业的 OFDI
更可能带有出口平台倾向, 东道国质量声誉和对第三国贸易成本规避是企业 OFDI
的重要诱因。 而对于国有企业, 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合规成本在其 OFDI 决策中占据

更重要的地位, 因此质量要求型 TBT 对出口平台型 OFDI 没有明显的诱发效应。

表 7　 出口平台倾向检验

变量

(1)

全样本

(2) (3) (4) (5)

企业所有制 市场潜力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首都距离 简单距离

质量型 TBT 0. 0396 -0. 0544 0. 1090∗∗∗

(0. 036) (0. 042) (0. 038)

TBT 　 0. 1138∗∗∗ 　 0. 1116∗∗∗

(0. 028) (0. 027)

TBT×MP 0. 1267∗∗ 0. 1342∗∗

(0. 061) (0. 0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184 0. 204 0. 195 0. 186 0. 186

N 46
 

258 12
 

332 33
 

713 45
 

887 45
 

887

(二) 市场潜力

出口平台倾向意味着企业在决定是否对东道国进行 OFDI 时不仅考虑该国本身

的区位特征, 还可能权衡其辐射周边市场的潜力。 一国市场潜力越大, 说明以该国

为起点, 仅支付较低的运输成本就可以对更广阔的周边市场进行出口 ( Chen
 

and
 

Moore, 2010[36] ; 马述忠和刘梦恒, 2016[37] )。 若企业 OFDI 存在出口平台倾向,
则其他条件不变时, 第三国的市场规模越大, 冰山成本越低, n 国 TBT 对 i 国企业

出口平台型 OFDI 利润的提升作用越大。 因此, TBT 诱发的 OFDI 如果具有出口平

台倾向, 那么诱发作用的大小受到该国市场潜力的调节。 本文在基准回归方程的基

础上引入东道国市场潜力和 TBT 覆盖率的交互项, 用于验证市场潜力的调节效应。
为此, 本文构建每个目的国的市场潜力指标,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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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nt =ln
 

(∑
r
wnrXnt

), 其中, wnr =
1 / dnr

∑
k≠n

1 / dnk

(10)

市场潜力的计算参考马述忠和刘梦恒 (2016) 的方法, 按世界各国 ( r 国) 到

n 国距离的倒数进行加权, 权重记为 wnr , 并将加权结果进行对数处理。 本文选取

两国首都距离作为权重, 并使用人口最多城市间的距离进行稳健性检验, 数据来自

Mayer 和 Zignago (2011) [38] 的测算结果。 为缓解多重共线性引起的估计效率损失,
本文对市场潜力进行中心化处理。 表 7 列 (4)、 列 (5) 显示, 东道国市场潜力对

OFDI 的诱发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市场潜力每增加 1%, TBT 对企业 OFDI 的诱

发效应提升约 12. 67%, 使用不同的距离衡量方法没有改变结论。 这说明 TBT 诱发

的 OFDI 具有出口平台倾向, 企业 OFDI 决策受到周边国家市场规模的影响, 市场

潜力较大国家所实施的 TBT 对我国企业 OFDI 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 TBT 对我国企业 OFDI 的诱发效应, 主要结

论如下: TBT 覆盖率每提升 1%, 企业在出口基础上开展 OFDI 的概率显著提升

12%左右。 异质性分析表明, TBT 主要促进企业进行绿地投资, 高收入国家实施的

TBT 对企业 OFDI 的诱发效应更强。 机制检验显示, 首先, TBT 通过成本压力驱动

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和技术研发型 OFDI, 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 TBT 对商贸服务

型 OFDI 的诱发效应越大, 东道国技术要素越充裕, TBT 对技术研发型 OFDI 的

诱发效应越大; 其次, TBT 通过提高 OFDI 和出口的相对利润促使企业调整产能

分配并进行生产经营型 OFDI, 具备投资经验的企业受 TBT 的影响更大; 再次,
TBT 信息披露效应是诱发三类 OFDI 的关键因素, 而针对同质性产品的 TBT 仅对

商贸服务型 OFDI 有诱发作用。 进一步分析显示, TBT 通过提高东道国质量声誉和

降低第三国贸易成本促进企业进行出口平台型 OFDI, 非国有企业 OFDI 的出口平

台倾向更强; 东道国市场潜力越大, TBT 对 OFDI 的诱发效应越强。 本文的政策建

议如下。
第一, 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面对 TBT 等歧视性贸易壁垒的冲击, 企

业将生产、 销售和研发等环节布局到海外市场, 可以绕开这些限制, 在本地化运营

过程中学习东道国的先进生产技术, 建立自主可控的分销渠道。 此外, 利用东道国

的质量声誉与市场网络实现第三国辐射, 有利于高质量 “走出去”, 塑造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优势。
第二, 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补贴和支持。 考虑到 TBT 的信息披露效应, 高质量、

可比较的产品信息能够将 TBT 负面冲击转化为需求扩张效应,
  

因此, 可通过专项资

金支持、 税收优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工具, 鼓励企业将 “标准先行-研发

嵌入” 模式纳入产品设计的常态化流程。 这不仅有助于从源头降低技术性贸易壁

垒带来的合规与调整成本, 更能通过技术与质量的协同作用, 塑造可持续的品牌信

誉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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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 在生产经营型 OFDI 中, 有投资经验的企

业对 TBT 的响应更强, 因此, 为了降低 OFDI 准入门槛, 我国应完善和保障对外投

资体制机制, 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 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更加高效、 全面的

服务。 一方面, 降低首次投资企业的制度性成本; 另一方面, 依托政策、 法律、 市

场、 风险评估等服务, 为企业在海外配置资源、 获取技术、 拓展市场提供保障, 推

动更多企业向 “走出去、 走得稳、 走得好” 转变。
第四, 加快国内质量标准体系升级。 鉴于 TBT 有建立质量声誉和降低第三国

贸易成本的作用, 我国应以质量和标准为引领, 加快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主动

对标国际先进市场规则, 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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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A
 

share
 

manufacturing
 

listed
 

firm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6,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BTs
 

on
 

firm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BTs
 

induce
 

firms
 

to
 

carry
 

out
 

OFDI
 

on
 

the
 

basis
 

of
 

exports.
 

TBTs
 

mainly
 

promote
 

firms
 

to
 

conduct
 

Greenfield
 

investment,
 

and
 

TBTs
 

implemented
 

by
 

high-income
 

countries
 

have
 

a
 

stronger
 

inducing
 

effect
 

on
 

OFDI.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BTs
 

drive
 

firms
 

to
 

engage
 

in
 

trade-service-oriented
 

OFDI
 

and
 

R&D-oriented
 

OFDI
 

through
 

cost
 

pressure;
 

the
 

higher
 

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greater
 

the
 

inducing
 

effect
 

of
 

TBTs
 

on
 

trade
 

service-oriented
 

OFDI;
 

the
 

more
 

abundant
 

the
 

technology
 

factors
 

of
 

the
 

host
 

coun-
try,

 

the
 

greater
 

the
 

inducing
 

effect
 

of
 

TBTs
 

on
 

R&D-oriented
 

OFDI.
 

TBTs
 

prompt
 

firms
 

to
 

adjust
 

capacity
 

allocation
 

and
 

carry
 

out
 

production-oriented
 

OFDI
 

by
 

increasing
 

the
 

rela-
tive

 

profits
 

of
 

OFDI
 

and
 

exports,
 

particularly
 

for
 

firms
 

with
 

prior
 

investment
 

experienc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ffect
 

of
 

TBTs
 

is
 

a
 

key
 

factor
 

inducing
 

the
 

three
 

types
 

of
 

OFDI,
 

while
 

TBTs
 

targeting
 

homogeneous
 

products
 

only
 

have
 

an
 

inducing
 

effect
 

on
 

trade-service
 

OFDI.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BTs
 

mainly
 

induce
 

non-state-owned
 

firms
 

to
 

engage
 

in
 

export-platform
 

OFDI
 

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reputation
 

of
 

the
 

host-country
 

and
 

avoiding
 

trade
 

costs
 

with
 

third-countries;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the
 

host
 

country
 

amplifies
 

the
 

in-
ducing

 

effect
 

of
 

TBTs
 

on
 

OFDI.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
ing

 

how
 

TBTs
 

change
 

the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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